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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空间邻接与土地财政传导效应 

——基于武汉城市圈实证分析
1
 

张安录 1,刘 炼 1，曾 晨 1'2 

(1.华中农业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0;2.中国科学院 地理科学与资

源研究所，北京 100101) 

【摘 要】以武汉城市圈为例，基于行政地位对土地财政具有空间效应的假设，根据不同行政地位(主城区、远郊

区、区、县级市、县)的土地出让金差异划分归类，在分析不同类别行政区的空间邻接关系的基础上，嵌入多策略

的空间权重矩阵建立空间滯后模型，研究行政空间邻接关系对地方政府土地财政收入的重要作用。结果显示：人均

GDP、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地均固定资产投资和土地财政高度正相关，第二产业增加值占比、地均财政收入

对土地财政产生负向影响；土地财政受不同行政地位之间空间传导效应的影响，2013 年、2015 年土地财政在处于

中心城区附近的主城区与远郊区、区之间的空间互动性更强，这一发现肯定了相对落后地区对土地财政的依赖性，

强行政权力地区拥有最具价值的土地发展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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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一直以来实行的是行政管理层次和财政层次相统一的制度，一级政府掌控一级财权
[1]
。Henderson 认为中国城市管理体

制的特征是“大管小”
[2]
，这种体制会导致财政和资本流向高行政级别的城市

[3]
，因而行政体制与财政收入关系紧密。在现行的

经济、政治、土地管理制度下，地方政府成为土地财政的主导动力。20世纪 90年代中期的“分税制”改革后土地出让金全额划

归地方所有，使得地方政府将城市土地利用和城市经营的重点放在土地出让金和相关税收上，城市经营最终的关注点落到了土

地财政上
[4]
。2002 年所得税调整后营业税成为地方主体税种，房地产和建筑行业作为营业税的主要税源，驱使地方政府倚重房

地产和基建，尽管从 2016年 5月 1日起房地产、建筑业等营业税的主体税种纳入营改增，但房地产税的逐步出台，加之地方官

员政绩考核制度催化作用与土地征收补偿制度保障功能
[5]
，为地方政府凭借出让土地获得土地财政提供了制度激励。 

就行政地位和土地财政的关系而言，行政区划类别不同，获得的土地发展权利和机会也不一样。一方面，不同行政级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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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受到资本与财政的政策利好程度不同，城市扩张所依赖的土地资源在空间分配上存在着等级差异：目前中国的土地资源配

置受行政主导——按行政权力等级配置征地指标
［6］

。级别高的行政单元一般用地指标多，项目审批权限大，拥有信贷支持等诸

多利好因素，得以凭借行政力量影响土地资源空间配置
[3]
，而土地资源配置的规模、类型、扩张方式与空间布局直接影响土地财

政收入。另一方面，在中央政府以建设用地指标控制城市无序扩张的政策背景下，建设用地指标从上到下的层级分配体系导致

行政级别越高的城市也更容易获得较多的建设用地指标，这部分用地指标有些因为缺乏有效需求难以成为储备用地，而是以低

价卖出，以刺激地方经济增长，获取土地财政来源和长期的税收收入
[7]
。 

土地财政传导效应，即由于行政区空间邻接关系的差异，某地区政府通过利用土地资源追求土地财政最大化的做法，会对

其他地区产生示范效应。土地财政积累高的地区往往由于经济发展利好传导至其他地区，受到启示的地区出现效仿邻域政府土

地财政行为的现象。李郇等检验了土地财政增长存在横向竞争模仿的策略互动
[8]
；王美今等研究了地方政府策略互动特性从相互

模仿转变为分税制改革后的差异化
［9］

;唐鹏等证实了地方政府间的土地财政策略出现空间模仿效应的互动行为，地方政府在实施

土地出让策略中的模仿效应表现为土地出让面积竞争，土地引资策略的模仿效应表现为对大规模资本的追逐
[10]
。虽有诸多学者

证实了地方政府土地财政收入具有传导效应，县域之间存在空间策略互动特征，但是具体在何种空间相邻关系下空间互动性更

强的问题尚未解决，行政地位和土地财政的空间化联系还不太清楚。中国目前的财税体制为地方政府追求土地财政提供了制度

激励，直接体现为耕地非农化和城市扩张加剧，而行政区划调整也会导致地方政府财力差异。因此本文以武汉城市圈为例，纳

入空间效应来探讨土地财政所受到的行政影响，在空间回归中将“多策略”下的空间关系整合到空间权重矩阵中，模拟行政空

间邻接关系变化，空间回归的结果用来验证行政地位对土地财政的空间效应，以识别在不同行政区空间相邻关系下，土地财政

传导效应的特征和强度，旨在对今后政府探索城市圈的机构设置、行政区划调整策略以及合理地方土地财政积累提供可能的参

考建议。 

一、 研究区域概况与数据来源 

1. 研究区域概况 

武汉城市圈，亦称武汉“1+8”城市圈，地处湖北省东部。武汉城市圈是以武汉市为核心组建的，包括武汉市及其周围的黄

石、鄂州、孝感、黄冈、咸宁、仙桃、潜江和天门 8个城市及下属县市，共 48个县域，其中主城区 7个，分别是洪山区、江岸

区、江汉区、娇口区、青山区、武昌区、汉阳区;远郊区 6 个，分别是蔡甸区、东西湖区、汉南区、黄陂区、江夏区、新洲区;

县级市占 10 个，分别是安陆市、赤壁市、大冶市、汉川市、麻城市、潜江市、天门市、仙桃市、武穴市、应城市;县和区共 25

个，以上所提及之外的其他县域。选择武汉城市圈作为研究案例，是因为它是中国中部地区规模最大、发展速度较快、战略地

位较高的城市群
［11］

。而且在过去 20年间，武汉城市圈集聚了一个完整的县级行政管理体系，因此，本文选取较为典型的武汉城

市圈进行研究
[12］
。 

2. 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数据包括湖北省国土资源厅提供的 2011年、2013年和 2015年湖北省各县域的土地利用现状数据（土地总面积、

城镇用地面积），武汉城市圈的部分社会经济数据（常住总人口、常住城镇人口、GDP、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等），以及从 CREIS

中指数据房地产数据信息系统获取的武汉城市圈 48个县域的土地出让金数据
2
。此外，还从湖北统计年鉴、湖北年鉴、武汉城市

圈各市统计年鉴（2012、2014、2016）
3
，以及武汉城市圈 48个县域的政府门户网站收集了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城镇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等社会经济数据。本文将土地利用数据、行政区划数据和社会经济统计数据在 Arcgis中进行入库处理，结合 Arcgis

的 shp文件，形成一个完整的空间数据库。 

                                                        
2数据来源:CREIS中指数据房地产数据信息系统。 
3数据来源：湖北统计年鉴、湖北年鉴、武汉城市圈各市统计年鉴（2012、2014、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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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研究方法 

1. 土地财政收入测度 

根据土地财政的收入来源和认识范围差异，土地财政被定义为广义和狭义两种层面。狭义的土地财政指政府通过出让方式

进行土地使用权交易获得土地收入，普遍以土地出让金来衡量，这部分收入由于公开透明程度更高，数据可获得性强，且是地

方土地财政收入构成的主体部分，因而以土地出让金指标衡量地方政府土地财政被学术界广泛采用
［13-14］

。广义的土地财政指通

过土地和房地产业获取的全部收入
［15］

。在实证分析中，广义的土地财政收入很难衡量，且在广义的土地财政收入中，土地出让

金仍然占有较大的比重
［16］

，现阶段众多地区地方政府仍借助于出让土地最大限度地获得土地出让金。 

从地方政府财政来源来看，土地出让收入在我国地方财政收入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加之与土地相关的政府税收收入和

非税收入，共同构成地方政府最重要的财政预算外收入，形成名副其实的土地财政，即地方政府的“第二财政”
［17］

。从这个意义

上讲，在地方政府以土地为主的财政收入体系中，土地出让收入可以用来衡量土地财政水平。当然也鉴于县域尺度的土地相关

税收收入、非税收入数据难以获取，而地级市、县级市等多元化县市的出现，其中更低层级的地市级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更

加明显
[18]
，凸显了从县域尺度研究土地财政的必要性。因此本文研究行政空间邻接关系对地方政府土地财政影响时，用土地出

让金概念衡量土地财政水平，土地出让金越高，土地财政积累越高。 

2. 指标选取 

不同行政区类型（即主城区、远郊区、区、县级市、县等）的土地财政收入水平是由土地上的资本、劳动、技术等投入要

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本文选取地均固定资产投资指标来表征单位土地上所投入的资本要素;城镇化率体现城市化水平，人口密度

反映区域人口集中状况，故选取城镇化率和人口密度指标作为劳动要素;地均财政收入、人均 GDP、第二产业增加值占比、第三

产业增加值占比、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从产出水平、产值结构和技术采纳等构成技术要素，不同行政单元的技术水平对地均财

政收入、人均 GDP、第二产业增加值占比、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等经济总量和经济结构有重要影响。行政

区类型的变化会引起地区资本、劳动、技术等社会经济要素层面的变化，因而我们选取与之息息相关的 8 个社会经济指标，即

地均固定资产投入、城镇化率、人口密度、地均财政收入、人均 GDP、第二产业增加值占比、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城镇居民可

支配收入，将其作为自变量，以土地出让金作为因变量，采取逐步回归法，通过设定々值小于 0.05的检验水平先筛选得到与土

地财政相关性较高的变量。 

3. 多策略构建 

假设一个行政单元的土地财政收入对其邻域财政产生影响，这种影响随着所嵌入的行政地位的空间邻接关系而变化。“多策

略”建模是依据武汉城市圈 48 个县域单元的行政等级差异，形成了主城区、远郊区、区、县级市、县五种不同的行政区类型，

不同行政单元的地均财政收入不同，因此，我们根据各县域土地出让金均值的差异和武汉城市圈实际存在的主城区、远郊区、

区、县级市、县的空间相邻性设计 n种策略，土地出让金均值相似的行政地位合并为一个行政类别，将武汉城市圈 48个县域划

分为若干组，形成不同行政区空间邻接关系的“多策略”，“多策略”建模的主要目的在于比较不同类型的县域相邻结构所产生

的空间效应下，土地出让金受邻居的影响差异。 

4.空间自相关和空间回归模型 

空间自相关分析是用来检验具有空间位置的某要素的观测值是否显著地与其相邻空间点上的观测值相关联的方法，本文选

取全局空间自相关来说明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采用最为常用的 Moran’sI指数来描述空间自相关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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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Selin
［19］

为了解释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存在的空间相关性，定义在空间计量中的空间线性回归的基本形式为： 

y=ρW1y+Xβ+μ                                        (1) 

式（1）中，y 表示因变量，是一个 n 维向量，X 表示解释变量，ρ是反映变量 y 空间自相关的参数，β是与解释变量 X（n

×k）相关的（k×1）维参数向量，W1是与空间自回归相关的 n×n维空间权重矩阵，通常在实际应用中是相等的，μ是随机项。

空间加权项系数ρ的正负、大小表征地方政府间土地财政相互模仿的策略互动的方向性与强度#显著为正表明地方政府土地财政

存在相互模仿的策略互动，而显著为负说明存在差异化的策略互动
［9］

。通过引入参数λ来反映空间关系的放大比例尺，从而建

立不同策略下的空间权重矩阵。 

本文的目的是研究在县域层面行政空间邻接关系对地方政府土地财政的影响，度量空间效应即单个区域某变量变动对其他

区域影响
［20］

，由于各地区土地财政存在横向相互模仿的策略互动或标尺模仿行为，因此经典的线性回归模型难以满足本研究要

求，而空间滞后模型则表示的是因变量 y 除了受到自变量 x 和误差项的影响之外，同时还受到周围邻域单元因变量 y 的影响，

考虑了因变量的空间自相关性
[8]
，即考虑了一部分邻域效应的影响，因而更适合本研究。 

三、结果及分析 

1.不同行政地位的土地财政差异 

为了对比分析 2011-2015年间土地财政的变化，本文选取武汉城市圈 48个县域 2011 年(a、b)、2013年(c、d)和 2015年(e、

f)的数据，从空间上直观分析不同行政地位的城镇用地占比和土地出让金分级图的差异，如图 1。 

 

图 1城镇用地占比和土地出让金空间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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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而言，2011—2015 年，城镇用地面积占比低的地区主要分布在远离地级市城区的下属县，这些地区多处于武汉城市圈

外围的东北部、南部地区，而城镇用地面积占比高的地区多集中在地级市附近的城区，环绕武汉市北部相邻县，东南部与区相

邻，西部与县级市相邻，土地镇化发展以武汉市城区向四周辐射递减分布;土地财政在城市扩张过程中表现出明显差异，在市、

区、县三级行政单元中，土地财政的最高值出现在市区、最低值出现在县级城市，处于长江流域沿线的行政区土地财政积累水

平相对更高，南北两侧以及东北部较低，武汉市属于湖北省省会城市、武汉城市圈中心城市，所辖的主城区和远郊区均属于地

级市下的区，且是地级市下经济发展水平处于领先地位的行政区，财权和行政权的优势突出，高速的城市化水平和二、三产业

占比贡献了大量的土地财政收入，土地财政的空间格局围绕武汉市城区呈现出与行政地位相对应的变化，表现出“高级别-高财

政”的关联集聚特征。土地财政的空间分布与城镇用地占比的空间格局较为吻合，这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土地财政的积累与城镇

用地扩张密切相关。 

值得注意的是，在 2013-2015 年，位于地级市辖区的土地出让金上升明显（表 1），接近武汉市远郊区，由此证实了行政地

位对土地财政收入存在影响且不断强化，县区级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羸弱的税基和地方财政预算内收入无法满足城市

基础设施建设的硬性支出，凸显了愈发依赖于土地财政的现实
［14］

。纵向对比 2011年、2013 年和 2015年三年的数据，发现 2015

年各个行政类别的土地财政均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究其原因，土地财政实际上是引致需求的结果，消费者对于住房、商业地

产或产品的需求引致生产者对土地的需求，从而产生土地财政。在各用地类型出让收入中，商业、住宅用地占较大比重，由 2005

年的 75%提高到 2015年的 88%®
4
，因此房地产市场景气差异将直接导致地区土地财政收入的差异

[8]
。2015年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加快推进，固定资产投资特别是房地产投资增速大幅回落，经济增速放缓，土地市场需求不足，尤其是面临去产能的工商业

用地需求减少，对于土地出让收入减收影响较大。  

可见，土地财政不仅与城镇用地扩张关系紧密，也与行政地位高度相关，一定程度上还受市场环境的影响。 

表 1不同县域类型土地出让金均值 

年份 武汉市主城区 武汉市远郊区 区 县级市 县 

2011 635 782 180 805 53 265 87 208 24 635 

2013 613 192 242 465 162 205 139 400 54 487 

2015 460 849 137 284 122 787 71 633 41 806 

2.不同的空间策略 

通过初步分析 2011 年、2013 年和 2015 年各县域土地出让金均值的差异，发现 2011 年区、县级市、县非常接近（表 1），

说明行政区划关系对区、县级市、县的影响程度几乎相同，因而本研究 2011 年中将区、县级市、县一起考虑分析，将 2013 年

的远郊区/区/县级市合并考虑，将 2015 年的远郊区和区、县和县级市合并考虑（表 2），于是在两县域间 2011 年产生了 6 种不

同的空间相互关系，2013、2015 年分别产生 5种不同的空间相互关系（武汉城市圈的行政区划关系不存在主城区与县级市/县相

邻的情况）（表 2）。“多策略”模型中，经典回归模型意味着不考虑行政区划的管理状态和相互关系，即默认任何一种空间相互

关系对土地出让金都产生相同的影响力，本文定义此种策略为策略 0。由于策略 0是普通“0—1”型空间回归模型的运用，因此

2011 年、2013年和 2015年只对剩余的 16个策略进行比较分析，2011年多策略下形成的空间权重矩阵分别为 W11_1、W11_2、W11_3、

W11_4、W11_5，2013年分别为 W13_1、W13_2、W13_3、W13_4、W13_5，2015 年分别为 W15_1、W15_2、W15_1、W15_3、W15_4、W15_5，将其引入空间回归模型。 

3.行政地位对土地财政的空间效应 

（1）驱动因子的选择和分析。通过逐步回归对 2011,2013,2015 年各种重要变量的组合都进行了回归分析，结果如表 3 所示，

2011 年和 2013年 X5（人均 GDP）、X6（第二产业增加值占比）、X8（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组合都与土地财政有着显著的相

关性，2015年 X1（地均固定资产投资）、X4（地均财政收入）、X8（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组合与土地财政的相关性优于 X5、

                                                        
4 数据来源于《中国国土资源年鉴》（2006、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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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6、X8的组合。究其原因，从 2011-2015年各行政区的土地出让金均值变化（表 1）分析可知，2015年在土地市场需求不足的环

境下，土地出让金的驱动因子变成了与土地出让金变化息息相关的地均固定资产投资、地均财政收入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 

 表 2 “多策略”模型的具体说明 

2011 年策略 假设 空间权重矩阵 

策略 11_0 普通“0_1”型空间回归 W11_0 

策略 11_1 强调主城区与主城区相邻，空间互动更为强大 W11_1 

策略 11_2 强调主城区与远郊区相邻，空间互动更为强大 W11_2 

策略 11_3 强调主城区与县/县级市/区相邻，空间互动更为强大 W11_3 

策略 11_4 强调远郊区与远郊区相邻，空间互动更为强大 W11_4 

策略 11_5 强调远郊区与县/县级市/区相邻，空间互动更为强大 W11_5 

策略 11_6 强调县/县级市/区与县/县级市/区相邻，空间互动更为强大 W11_6 

2013 年策略 假设 空间权重矩阵 

策略 13_0 普通“0—1”型空间回归 W13_0 

策略 13_1 强调主城区与主城区相邻，空间互动更为强大 W13_1 

策略 13_2 强调主城区与远郊区/区/县级市相邻，空间互动更为强大 W13_2 

策略 13_3 强调远郊区/区/县级市与远郊区/区/县级市相邻，空间互动更为强大 W13_3 

策略 13_4 强调远郊区/区/县级市与县相邻，空间互动更为强大 W13_4 

策略 13_5 强调县与县相邻，空间互动更为强大 W13_5 

2015 年策略 假设 空间权重矩阵 

策略 15_0 普通“0 — 1”型空间回归 W15_0 

策略 15_1 强调主城区与主城区相邻，空间互动更为强大 W15_1 

策略 15_2 强调主城区与远郊区/区相邻，空间互动更为强大 W15_2 

策略 15_3 强调远郊区/区与远郊区/区相邻，空间互动更为强大 W15_3 

策略 15_4 强调远郊区/区与县级市/县相邻，空间互动更为强大 W15_4 

策略 15_5 强调县级市/县与县级市/县相邻，空间互动更为强大 W15_5 

注:某一策略例如策略 11_1，表示空间权重矩阵 W11_1，即当 i县域单元和 j县域单元为两主城区相邻时 Wij=λ，其余均为 1。

在上述 2011 年、2013 年和 2015 年的 16 个策略中，令λ的取值为 2,因为当λ等于 1 时，即为策略 0 所述策略，在前文中已进

行了回归分析。 

在利用空间回归法研究行政空间邻接关系对土地财政收入的影响之前，再次对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利用最为传统的最小

二乘法（OLS）进行回归分析（表 3）。 

变量 
2011 年 

变量- 
2013 年 

变量- 
2015 年 

系数 t-Probability 系数 t-Probability 系数 t-Probability 

X5 23 744.06 0.041 X5 29 020.33 0.003 X1 2.34 0.084 

X6 一 515 661.82 0.006 X6 -509 516.44 0.001 X4 -16.92 0.093 

X8 
41.03 

R 
2
=0.632 

0.000 X8 
26.20 0.000 

R 
2
=0.641 

X8 
28.88 <0.000 

R 
2
=0.475 

从结果中可以看出，R
2
在 2011,2013 年分析中均大于 0.5,说明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有较好的拟合度。2011年和 2013年的模

型中，第二产业增加值占比对土地出让金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人均 GDP、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对土地出让金产生显著的正

向影响。具体来看，第二产业增加值占比的提高并未带来地方政府土地出让金的提升，究其原因，相对而言第三产业的附加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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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高，其住宅和商业用地的出让价格远高于工业用地，而第二产业占比的提高一定程度上挤占了第三产业在 GDP 中的比重，因

此当第二产业增加值占比提高的时候，已经难以刺激到土地财政的提升。人均 GDP 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则作为经济强度

指数从产出结果角度影响土地出让金水平，人均 GDP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加从侧面反映出城市整体经济水平的进步，

大量投资的兴起，这将直接激活当地土地市场，依赖土地财政的地方政府出现财税增收效应。 

2015 年的模型中，地均固定资产投资与土地出让金高度正相关，地均财政收入则与土地出让金负相关。地均固定资产投资

之所以能够对土地出让金产生正效应是因为其既可以作为投资要素直接促进土地出让金增长，也可以产生溢出效应间接促进土

地财政积累。而地均财政收入这一变量，从经济总量与税基的关系来看，分税制改革后，中央、地方的分成比例基本固定，地

方财政收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规模，总量经济增加意味着税基扩大，地方财政收入也就越大，因而地均财政收入高的地区

往往也是经济发展水平高度发达的城市，从这一角度来看，地均财政收入高的地区，对于土地财政的依赖性降低
[8]
。 

（2）空间自相关检验。利用空间自相关中的 Moran’s I 系数来观察土地出让金的空间格局，结果也与之前的空间格局分

布（图 1）一致。2011年、2013 年和 2015年土地出让金的 Moran’s I系数（图 2）分别为 0.442、0.437、0.427，表明 3个年

份因变量都具有显著的正向空间自相关性，这也正说明了武汉城市圈土地财政积累呈现集聚效应，遵循区域化的格局，验证了

以土地出让金为衡量标准的地方政府土地财政具有空间滞后模型的潜在效用。 

 

（g）土地出让金（2011 年）          （h）土地出让金（2013年）         （i）土地出让金（2015 年） 

    图 2 Moran’s I系数分布  

（3）不同策略下的行政空间邻接关系分析结果。总结空间回归的结果（如表 4）,2011 年的研究显示，变量的空间系数检

验结果不显著，土地财政传导效应弱，空间互动特征不明显，表明土地财政行为并未能对邻域产生强而有力的影响。房地产市

场的政策属性决定了土地财政收入易受国家宏观调控影响，具有显著的波动性特征
［21］

。2010年，国务院出台了史上最严厉的房

地产调控“国十条”政策，2011 年 1 月继续提出“新国八条”政策，大幅度提高了贷款首付比例和贷款利率，房地产作为商品

市场，国家对其实行严格限贷规定，将作为启示性政策传导至上游要素市场的土地供应，直接影响地方政府土地出让金及相关

税费收入，地方政府受到自上而下的制度约束，土地财政行为被抑制，因而导致 2011年土地财政传导效应并不明显。2013、2015

年的研究结果表明，所有 10种策略下的空间系数都显著为正，表明地方政府土地财政行为由之前不存在明显空间互动逐渐转变

为存在彼此竞争模仿的空间互动，可见近几年来土地财政的变化开始出现空间传导效应。当某些地区通过采取一定的财政竞争

策略而取得优势时，其他地区就会进行经验学习、复制和效仿，即一个地区的土地财政行为会传导到邻近地区，一个地区在出

让土地时会参照自己“邻居”的状况而实施相应的“卖地”举措，从而不落后于他人，地方政府以出让土地、招商引资来发展

地区经济的模式被广泛采用，这种行政区县间的相互模仿行为即为土地财政传导效应
［9］
。在 2013 年和 2015 年，分别是 W13_1

和 W15_2权重矩阵的空间系数值最大，表明 2013年在两主城区相邻的策略中土地财政产生了最显著的空间传导效应，2015年在

主城区与远郊区/区相邻的策略中产生了最显著的空间传导效应，2015年的空间回归结果证实了土地财政与城市扩张密切相关，

远郊区/区受到主城区土地财政传导效应的影响，大多通过城市扩张的路径实现土地财政积累，这为确定某些县或县级市由于受

其邻近地区土地财政变化的传导效应，是否应该谨慎考虑被提升或转化为城区提供了理论依据，这一结论也有利于政策制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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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土地财政治理重点，降低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路径依赖，优化产业结构调整。 

此外，2011—2015 年空间系数由负转正，表明横向互动特性从差异化到相互模仿的转变，显示出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行为

从根据地区实际情况制定政策到相互效仿出让土地模式的转变，其行为开始出现区域集聚效应，结果也检验了地方政府土地财

政行为受传导效应影响存在显著的空间互动特性。 

表 4 不同策略下的空间模型结果 

 

2011年策略 

人均 第二产业增加值 城镇居民人均 空间系数 

R2
 GDP(X5) 占比(x6) 可支配收入(x8) (ρ) 

W11_0 

系数 24 944.356 -531 302.559 46.594 -0.144 

0.641 Z-Probability 0.021 0.002 0.000 0.390 

W11_1 

系数 24 717.404 -531 923.164 45.644 -0.112 

0.635 Z-Probability 0.023 0.002 0.000 0.502 

W11_2 

系数 24 814.521 -525 753.559 46.514 -0.140 

0.642 Z-Probability 0.021 0.002 0.000 0.392 

W11_3 

系数 25 027.461 一 534 049.140 45.754 —0.150 

0.641 Z-Probability 0.021 0.001 0.000 0.377 

W11_4 

系数 24 909.535 -534 079.475 47.008 -0.155 

0.642 Z-Probability 0.021 0.001 0.000 0.355 

W11_5 

系数 24 482.340 -532 569.517 48.308 -0.180 

0.643 Z-Probability 0.022 0.001 0.000 0.284 

W11_6 

系数 25 170.251 -536 573.035 46.563 -0.146 

0.642 Z-Probability 0.020 0.001 0.000 0.381 

2013年策略 

人均 第二产业增加值 城镇居民人均 空间系数 

R2
 GDP(Xs) 占比(x6) 可支配收入(X8) ρ) 

W13_0 

系数 25 923.692 -493 823.555 18.334 0.307 

0.635 Z-Probability 0.002 0.000 0.010 0.024 

W13_1 

系数 25 612.081 -488 735.323 16.440 0.344 

0.644 Z-Probability 0.002 0.000 0.021 0.008 

W13_2 

系数 25 407.270 -490 690.176 18.027 0.324 

0.639 Z-Probability 0.002 0.000 0.010 0.015 

W13_3 

系数 27 031.873 一 495 530.103 18.324 0.295 

0.633 Z-Probability 0.001 0.000 0.012 0.034 

W13_4 

系数 26 274.771 -490 438.186 18.911 0.285 

0.634 Z-Probability 0.002 0.000 0.008 0.036 

W13_5 

系数 25 568.694 -493 080.136 18.226 0.311 

0.635 Z-Probability 0.002 0.000 0.011 0.022 

2015年策略 

地均固定资产 投

资 X1) 地均财政收入 (X4) 

城镇居民人均 可支配

收入(x8) 空间系数(ρ) R2
 

W15_0 

系数 2.703 -21.125 25.164 0.322 

0.498 Z-Probability 0.026 0.019 0.000 0.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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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15_1 

系数 2.645 -20.705 25.353 0.290 

0.501 Z-Probability 0.030 0.023 0.000 0.050 

W15_2 

系数 2.649 -20.806 24.436 0.358 

0.509 Z-Probability 0.026 0.019 0.000 0.010 

W15_3 

系数 2.692 -20.627 25.579 0.283 

0.492 Z-Probability 0.029 0.025 0.000 0.062 

W15_4 

系数 2.696 一 20.945 25.356 0.311 

0.495 Z-Probability 0.027 0.021 0.000 0.033 

W15_5 

系数 2.69 -21.03 24.96 0.325 

0.499 Z-Probability 0.026 0.020 0.000 0.024 

四、结论与启示 

通过对土地财政的测度与分析、行政空间邻接关系对地方政府土地财政的影响这两个方面的分析，针对武汉城市圈地方土

地财政的变化的实证结果表明：第一，2011—2015 年，不同行政地位的土地财政收入差异明显，非省会地级市所辖县级市、县

的土地财政相对落后，武汉市主城区一直居首位，这也证实了近几年来各县市土地财政水平的差距;第二，人均 GDP、第二产业

增加值占比、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地均固定资产投资、地均财政收入和土地财政变化高度相关，人均 GDP、城镇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地均固定资产投资产生正向影响，第二产业增加值占比、地均财政收入则产生负向影响，暗示了现阶段地方经济

发展仍存在对土地要素投入的过度依赖，地方政府采用依靠出让土地以刺激地方经济活力的模式;第三，近几年来，土地财政收

入受不同行政地位之间的传导效应影响，开始出现空间互动特征。当某一行政区与主城区相邻，土地财政收入更有可能提高，

这一发现肯定了相对落后地区对土地财政收入的依赖性，强行政权力地区拥有最具价值的土地发展机会。这说明在分析一个地

区的土地财政所受影响时，如果只考虑本地区的土地财政现状，忽略周边地区土地财政行为对该区域的潜在影响，便会导致研

究结果的偏误。适当考虑由于空间结构产生的外部性，可以较好地评估行政区空间邻接关系对土地财政造成的影响。 

由此得到的政策启示是:①利益驱动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土地财政，主城区土地价值高，地方政府潜在卖地动力更强，城市

外围区域存在土地财政相互竞争，由于土地财政传导效应效仿城市土地出让行为，催生了周边区域的土地财政积累，直接体现

为耕地非农化，然而这种做法不利于城市可持续发展。②地方政府土地财政努力与城市扩张密切相关，土地财政治理的重点不

是县级城市，而是高度发达的城市主城区，以及城市扩张热点区域的大中城市远郊区、地级市辖区，这对于实现城市理性扩张、

精明增长意义重大。③行政区划的升格也会带来城市扩张和土地财政的不健康发展，政府要有计划地控制县改区，不盲目改制，

做到有序调整，否则会带来新一轮的土地财政热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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